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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胁迫梯度假说和互惠理论的海三棱藨草种群恢复
技术

陈雅慧， 袁　 琳∗， 曹浩冰， 王　 恒， 赵志远， 牛文蕾， 张利权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崇明生态研究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要：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已成为阻止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提供生态服务的关键措施。 以长江口原生盐沼

植物海三棱藨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为研究对象，选取崇明东滩新生滩涂湿地为研究区域，通过沿潮滩高程梯度的海三棱藨草

植株斑块的移植实验，探究胁迫梯度假说和互惠理论（即种内的正相互作用）对长江口海三棱藨草种群恢复的指导意义。 研究

结果显示：（１）在一定的胁迫梯度范围内（潮滩高程 ２．０ ｍ 以上），增大种植斑块可以促进海三棱藨草的种内正相互作用，显著

提高种植斑块的存活率和植株密度（Ｐ＜０．０５）；（２）潮滩水文动力沉积条件与潮滩高程梯度密切相关（Ｐ＜０．０５），水文动力沉积

作用对海三棱藨草定居和生长的胁迫随高程梯度下降而增强。 潮滩高程 ２．０ ｍ 以下处强烈的水文动力条件干扰限制了生物⁃

物理因素的正反馈作用。 滨海湿地盐沼植被修复工作的成功率可以通过改进种植方式，增强种内的正相互作用得到极大的提

高。 本研究可为开展大规模滨海湿地盐沼植被修复工程和提高生态修复效率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海三棱藨草；互惠理论；水文动力条件；生物⁃物理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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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所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以及不断加剧的人为活动干扰与破坏日益威胁着滨海湿地及其重要生态

服务功能的发挥，因而对海岸带及滨海湿地的保护和防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生态系统的滨海湿地保

护与修复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被认为是有效减缓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策略和手段［１⁃２］。
近年来，已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许多滨海盐沼湿地的生态修复实验和工程［３⁃５］。 滨海盐沼植被的定居和扩展

往往是生物与物理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滨海潮滩环境中的水文动力条件与物理干扰作用（如潮汐、波
浪和沉积等）可直接影响盐沼植被生活史早期关键阶段植物的扩散和定居，同时盐沼植被可以通过自身特性

对水文动力沉积环境产生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应用互惠理论（即种内的正相互作用）和胁迫梯度假说，改
变滨海盐沼植物的种植方式可以极大提高盐沼植被修复工作的成功率［２］。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中植物个体间

的正相互作用相当普遍，尤其是在较严酷环境中，比如潮间带生境。 互惠理论认为，通过促进盐沼植物种内的

正相互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物理环境的高强度干扰，从而提高生态修复的成功率［２］。 滨海湿地海草

床的修复实践也验证了互惠理论在生态修复中的重要性，该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种植的地区，尤其是水文动力

条件较强的地方，其移植的海草存活率更高［６］。 有关红树林的移植实验也表明，在易受海平面上升影响区域

中高密度种植的红树林幼苗比低密度种植的具有更高的存活率［７］。
长江口拥有丰富的滨海湿地资源，特别是盐沼植被资源。 盐沼植物由于具有极高的生产力和生态服务功

能，在整个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８⁃９］。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Ｓｐａ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的扩散导致原生盐沼海三棱藨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群落面积的急剧下降，对滨海湿地的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１０⁃１２］。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在崇明东滩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开展

了“崇明东滩互花米草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并已取得了重大成果［１３］。 然而，在该 ２４ ｋｍ２工程区外

的新生潮滩湿地仍然面临控制互花米草二次入侵和恢复海三棱藨草种群的挑战［１４］。
本研究以长江口原生盐沼植物海三棱藨草为研究对象，选取崇明东滩新生滩涂湿地为研究区域。 通过沿

潮滩高程梯度的海三棱藨草植株斑块的移植实验，研发基于胁迫梯度假说和互惠理论（即种内的正相互作

用）的长江口海三棱藨草种群恢复技术，以期为开展大规模滨海湿地盐沼植被修复工程和提高生态修复效率

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崇明东滩湿地位于上海崇明岛东端（３１°２５′—３１°３８′Ｎ，１２１°５０′—１２２°０５′Ｅ），是国际迁徙鸟类的重要栖息

地，属于典型河口淤涨型湿地［１５］（图 １）。 崇明东滩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热同

期，季风气候显著。 年平均气温 １５．３℃，最热月为 ７—８ 月份，月平均气温 ２６．８—２６．９℃，最冷月为 １—２ 月份，
月平均气温 ３．０—３．９℃。 年平均降雨量为 １０２２ ｍｍ，相对湿度 ８２％，降水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４—９ 月，受非正

规半日潮作用，每日潮汐有昼夜两次变化，多年平均潮差 ２．４３—３．０８ ｍ［１５］。
选取崇明东滩湿地互花米草生态控制及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大堤外东旺沙自然潮滩作为基于高程梯度

的海三棱藨草植株斑块移植实验研究区域（图 １）。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的 ３Ｄ 激光高程扫描仪（Ｒｉｅｇｌ ＶＺ２４０００）的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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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结果显示，研究区域近大堤处的潮滩高程（吴淞高程）为 ２．９０ ｍ，向海 ２００ ｍ 处的高程为 ２．５０ ｍ。

图 １　 长江口崇明东滩湿地及实验区域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Ｄｏｎｇｔ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１．２　 海三棱藨草移植实验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在崇明东滩东旺沙附近选择生长良好的自然海三棱藨草群落作为植株采集区域。 应用直

径 ７．５ ｃｍ 的自制不锈钢采样器，采集深度为 １５ ｃｍ 的海三棱藨草植株带土柱状样（每一斑块面积为 ４５ ｃｍ２，
约 １０—１５ 植株），装于转运箱后运往实验样地进行种植。 种植格局设置为 ３ 个高程梯度和 ４ 个斑块大小，共
６０ 个 １ ｍ×１ ｍ 种植样方。 样方布设采取拉丁方阵随机取组的方式。 潮滩高程梯度分别为近大堤高程 ２．８ ｍ
处、向海方向高程 ２．４ ｍ 和 ２．０ ｍ 处。 海三棱藨草植株斑块大小分别为 ４５、９０、１８０ ｃｍ２ ／ ｍ２和 ４００ ｃｍ２ ／ ｍ２（图
２）。 种植过程中将带植株的柱状土样移植至滩面约 １５ ｃｍ 深处，使其与滩面齐平。

于当年 ５ 月起对各样方中海三棱藨草移植植株的存活率、植株密度和植株高度等生长参数进行定期调查

和测定。 以每一高程梯度中各斑块大小样方中海三棱藨草存活的样方数除以该斑块大小总样方数得出海三

棱藨草移植存活率。 植株密度通过测定每小样方内的海三棱藨草植株数获得。 海三棱藨草植株高度通过在

各小样方内随机选择 １０ 株植株（如植株数少于 １０ 株则取全部植株）测量其滩面至植株顶部之间的高度

获得。
１．３　 潮滩水文动力沉积动态测定

实验样地不同高程的泥沙沉积动态过程通过设置在潮滩上标记杆的高度变化来推算，即标记桩法［１５］。
２０１７ 年在研究区域内 ４ 个高程梯度（２．８、２．６、２．４ ｍ 和 ２．２ ｍ）附近分别设置一组（４ 根）标记木桩，每根标记木

桩 １．５ ｍ 长，垂直打入潮滩并露出 ４０ ｃｍ 左右（图 ２）。 每月监测标记桩顶端距滩面的相对高程，统计时以相对

于初始高程变化的平均值表达潮滩高程的冲淤动态［１５］。
于海三棱藨草生长季 ７ 月，利用 ＲＢＲ 浪潮仪（Ｔｉｄｅ Ｗａ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２０５０，ＴＷＲ⁃２０５０）测定沿高程梯度的潮

滩波浪强度。 监测时分别在 ４ 个高程梯度（２．９、２．８、２．７ ｍ 和 ２．６ ｍ）处各放置 １ 台浪潮仪（图 ２）。 将浪潮仪

固定到专用架上并平放于滩面，保持压力传感器距滩面 １５ ｃｍ，设置采样时长间隔 １０ ｍｉｎ，测量频率 ４ Ｈｚ。 利

用专用软件 ＳｅａｓｏｆｔＷａｖｅｓ 导出和转化记录数据。 记录数据参数包含平均波高、有效波高、最大波高、波能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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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沿高程梯度的海三棱藨草植株移植固定样方与水文动力沉积测量设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ｌｏｔ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等， 本文选取波能密度参数来比较沿潮滩高程梯度的波浪强度［１５］。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３（ＳＰＳＳ Ｉｎｃ．，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ＳＡ）统计学软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和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ＳＤ 多重比较，检测高程与水文动力沉积力条件之间、相同海三棱藨草移植初始斑块大小在不同高程潮滩的

存活率和生长状况、相同高程潮滩的不同初始移植斑块大小的存活率和生长状况之间的差异性。 使用双因素

方差分析（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检验潮滩高程和初始移植斑块大小对海三棱藨草存活与生长的交互作用（显著

性水平 ０．０５）。 并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６ 软件包作图。

２　 结果

２．１　 潮滩水文动力沉积动态

沿潮滩高程梯度和海三棱藨草植株斑块大小移植实验区的冲淤动态监测结果显示，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至 ９ 月

实验样地沿潮滩高程梯度的潮滩处于持续淤积态势。 至当年 ９ 月其相对高程累计淤积（３２．２±３．０） ｃｍ，而在

１０ 月至次年 ３ 月处于微冲刷状态（图 ３）。 在 ２０１７ 年海三棱藨草生长季期间，潮滩高程 ２．８、２．６、２．４ ｍ 和

２．２ ｍ处的相对淤积量分别为（３５．５±２．０） ｃｍ、（２８．３±１．４） ｃｍ、（３０．９±２．６） ｃｍ 和（３４．０±２．６） ｃｍ，其中 ２．８ ｍ 高

程处滩面抬升显著大于其他高程的潮滩（Ｐ＜０．０５）（图 ３）。
选择海三棱藨草生长季 ７ 月期间，一个大潮周期的实验地点不同高程潮滩的波能密度测定结果显示，高

程为 ２．９、２．８、２．７ ｍ 和 ２．６ ｍ 的潮滩平均波能密度分别为 ２５．５、２６．６、２７．４ Ｊ ／ ｍ２和 ３１．６ Ｊ ／ ｍ２，最大波能密度分

别为 ５８．６、５８．９、７５．８ Ｊ ／ ｍ２和 ９０．４ Ｊ ／ ｍ２（图 ４）。 波能密度随着潮滩高程降低呈现显著的增强趋势（Ｐ＜０．０５），
说明该期间高程较高潮滩的水文动力条件明显弱于高程较低潮滩的水文动力条件。
２．２　 移植海三棱藨草存活与生长

沿潮滩高程梯度和不同大小植株斑块移植实验的海三棱藨草存活率的调查结果表明，２０１７ 年生长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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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７ 年实验样地沿高程梯度的潮滩冲淤动态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 ／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ｕｄｆｌａｔ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ｔｅｓ， ２０１７

（５ 月），高程 ２．８ ｍ 潮滩上以 ４００、１８０、９０ ｃｍ２和 ４５ ｃｍ２

斑块大小种植的海三棱藨草植株存活率分别为 １００％、
１００％、８０％和 ６０％；高程 ２．４ ｍ 潮滩上的海三棱藨草植

株存活率依次为 １００％、８０％、１００％和 ６０％；２．０ ｍ 高程

潮滩上的海三棱藨草植株存活率分别为 １００％、８０％、
６０％和 ２０％。 至当年 ８ 月海三棱藨草生长后期，高程

２．８ ｍ潮滩上以 ４００、１８０、９０ ｃｍ２和 ４５ ｃｍ２斑块大小种植

的海三棱藨草植株存活率分别为 ８０％、６０％、４０％和

０％；高程 ２．４ ｍ 潮滩上的海三棱藨草植株存活率分别

为 ６０％、４０％、４０％和 ２０％；而高程 ２．０ ｍ 潮滩上的海三

棱藨草植株存活率为 ０，已全部死亡（图 ５）。 整体而

言，海三棱藨草初始植株移植斑块大小显著影响了其存

活率（Ｐ＜０．０５）。 同时，潮滩高程梯度也显著影响了各

移植斑块大小植株的存活率（Ｐ＜０．０５）。 然而，双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潮滩高程和初始移植斑块大小的

交互作用对海三棱藨草存活率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表 １）。

图 ４　 生长季 ７ 月期间沿高程梯度潮滩的波能密度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ｔ ｍｕｄｆｌａｔ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Ｊｕｌｙ

表 １　 不同高程和初始移植斑块大小对海三棱藨草存活和生长影响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项目
Ｉｔｅｍ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植株密度
Ｓｈｏｏ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Ｆ Ｐ Ｆ Ｐ Ｆ Ｐ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５．５ ＜０．０１ ２１１．８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１

初始移植斑块大小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ｓ ４．５ ＜０．０１ ８４．５ ＜０．０１ ５．１ ＜０．０１

高程×初始移植斑块大小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ｓ ０．７ ＞０．１ ３４．４ ＜０．０１ １．７ ＜０．０１

２０１７ 年生长旺季 ８ 月，沿潮滩高程梯度和各植株移植斑块大小样方中海三棱藨草植株密度的监测结果

显示，以 ４００ ｃｍ２ 斑块大小种植的海三棱藨草植株密度在潮滩高程 ２．８ ｍ、２．４ ｍ 和 ２．０ ｍ 样方中分别为

（１０２．０±８．５）株 ／ ｍ２、（５３．０±７．０７）株 ／ ｍ２ 和 ０ 株 ／ ｍ２；以 １８０ ｃｍ２ 斑块大小种植的分别为（４５．０±５．７）株 ／ ｍ２、
（３４．３±５．７）株 ／ ｍ２和 ０ 株 ／ ｍ２；以 ９０ ｃｍ２斑块大小种植的分别为（６３．０±１２．０）株 ／ ｍ２、（２８．０±２．８）株 ／ ｍ２和 ０ 株 ／
ｍ２；以 ４５ ｃｍ２斑块大小进行种植的分别为 ０ 株 ／ ｍ２、（１３．７±３．２）株 ／ ｍ２和 ０ 株 ／ ｍ２（图 ６）。 监测结果的总体趋势

显示，海三棱藨草初始植株移植斑块大小显著影响了相同潮滩高程样方中的植株密度（Ｐ＜０．０１）。 同时，潮滩

高程梯度也显著影响了各移植斑块大小样方中的植株密度（Ｐ＜０．０１）。 双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潮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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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大小海三棱藨草移植斑块在高 ２．８ 、２．４ ｍ 和 ２．０ ｍ 的存活率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ｔｅｒ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２．８ ｍ， ２．４ ｍ ａｎｄ ２．０ ｍ

照片摄于生长季 ８ 月

程梯度和初始移植斑块大小的交互作用对海三棱藨草植株密度存在显著影响（Ｐ＜０．０１）（表 １）。
沿潮滩高程梯度和各植株移植斑块大小样方中海三棱藨草植株高度的监测结果显示，在存活的各样方中

海三棱藨草植株高度都随着生长季而增高，在生长旺季的 ８ 月达到其峰值，而潮滩高程 ２．０ ｍ 处的海三棱藨

草已全部死亡（图 ７）。 双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整个生长周期内，潮滩高程梯度对海三棱藨草植株高

度具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１，表 １），但潮滩高程梯度和初始移植斑块大小对海三棱藨草植株高度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Ｐ＞０．０５，表 １）。 多重比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的结果表明，在潮滩高程 ２．８ ｍ 和 ２．４ ｍ 样方中存活的

海三棱藨草植株高度在（３５．７±７．０）—（４４．５±４．２） ｃｍ 之间，均显著高于 ２．０ ｍ 潮滩处（Ｐ＜０．０１，图 ７），而在潮

滩高程 ２．８ ｍ 和 ２．４ ｍ 样方中海三棱藨草植株高度在各植株移植斑块大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图 ７）。

３　 讨论

传统的生态修复理论和实践强调减少种植植物的种内竞争以达到种植成功率的最大化，而忽略了种植物

种内的正相互作用［２，１６］。 已有的研究表明，滨海河口湿地环境中的水文动力沉积条件（如潮汐、波浪和沉积

等）直接影响盐沼植被的生长和分布［１７⁃１９］。 近年来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理论和实践表明，物种内部良好的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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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生长旺季 ８ 月时不同大小海三棱藨草初始移植斑块在潮滩

高程 ２．８ ｍ、２．４ ｍ 和 ２．０ ｍ 的植株密度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ｓｈｏｏ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２．８ ｍ， ２．４ ｍ， ２．０

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ｕｇｕｓｔ

∗表示样地内植物已死亡

互作用是有机体在恶劣条件下（如滨海湿地剧烈的水

文动力沉积作用）能够生存、生长和扩散的关键［２，２０］。
互惠理论提供了一种利用种内的正相互作用的新视角，
即在环境条件较严酷的条件下，通过改变修复植物的种

植结构（斑块大小，而不是密度）增强种植物种内的正

相互作用，以提高盐沼植被修复工作的成功率。

图 ７　 不同大小海三棱藨草初始移植斑块在潮滩高 ２．８、２．４ ｍ 和 ２．０ ｍ 的植株生长高度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２．８ ｍ， ２．４ ｍ， ２．０ ｍ

∗表示样地内植物已死亡

本研究以长江口原生盐沼植物海三棱藨草为研究

对象，开展了沿潮滩高程梯度的海三棱藨草植株斑块的

移植实验。 研究中沿高程梯度的潮滩水文动力沉积动

态的测定结果表明，潮滩的水文动力沉积条件与高程梯

度密切相关（图 ３ 和图 ４）。 潮滩水文动力沉积作用对

海三棱藨草定居和生长的胁迫程度随高程梯度下降而

增强。 研究中的不同海三棱藨草植株斑块大小移植实

验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潮滩高程 ２．０ ｍ 以上），增
大海三棱藨草初始植株移植斑块可以显著提高其存活

率和植株密度（图 ５ 和图 ６）。 这一结果支持了胁迫梯

度假说和互惠理论［１７，２１］，这也与这与美国和荷兰学者

在盐沼生态修复实验中的结果相一致［２，２２］。 该结果也与荷兰学者关于盐沼植物大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ｎｇｌｉｃａ）定
居研究中发现的“盐沼植被的成功定居和维持需要其植物体超过一定的生物量阈值”的现象一致［２１，２３］。 而这

７　 １２ 期 　 　 　 陈雅慧　 等：基于胁迫梯度假说和互惠理论的海三棱藨草种群恢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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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与生物量相关的生物地貌反馈改变了局部尺度上的水动力和沉积作用，从而促进了

植物定居生长。
滨海盐沼植被的生态修复通常位于潮间带，其复杂的水文动力沉积条件直接影响盐沼植被定居的成功率

和修复效果。 生境高程是盐沼植被在潮滩定居和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２４⁃２５］。 本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最大的

海三棱藨草移植斑块在高程 ２．０ ｍ 潮滩处也无法存活到生长季末。 该高程潮滩生境强烈的水文动力和沉积

条件干扰下，限制了生物⁃物理相互作用的正反馈作用。 以往的长江口盐沼植被分布的观测研究结果表明，海
三棱藨草种群的高程阈值在 ２．２ ｍ 左右，而其生长的最适高程在 ２．５—３．０ ｍ ［２６⁃２７］。 因此，在长江口盐沼湿地

进行大规模的海三棱藨草种群修复时，选择适宜的高程范围非常重要。 在较低高程的潮滩（潮滩高程 ２．２—２．
５ ｍ），应适当增大海三棱藨草初始移植斑块大小，以提高生态修复效率，规避海三棱藨草种群修复工程的失

败风险。 同时，与潮滩高程梯度相关的水文动力沉积条件是如何影响海三棱藨草定居和生长的过程与机制仍

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河口海岸带盐沼植被的生态修复受到潮间带复杂的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任一因素的限制都可能导

致盐沼植被生态修复的失败。 对代价昂贵的滨海湿地修复工程来说，即使是很小的移植存活率的提高也具有

重要意义。 本项研究开展的沿潮滩高程梯度的海三棱藨草植株斑块的移植实验，体现了胁迫梯度假说和互惠

理论（即种内的正相互作用）在长江口盐沼植被生态修复中的价值。 滨海湿地盐沼植被修复工作的成功率可

以通过改进种植方式，增强种内的正相互作用得到极大的提高。 本项研究研发的长江口海三棱藨草种群恢复

技术可以为开展大规模滨海湿地盐沼植被修复工程和提高生态修复效率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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